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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用户与企业共同实施创新已成为企业创新实践的普遍现象和创新研究的热点之一。而用户嵌入的模式也从被动为企业提供创新的源泉到直接从创意环节就参与企业的创新过程。目前已有学者从用户嵌入性视角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但根据用户嵌入创新过程的程度不同研究企业的创新绩效还相对缺乏，尤其是不同嵌入程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黑箱还尚未打开。本文以数字内容产业为例，深入探讨了用户深度嵌入和浅度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并提出吸收能力在用户嵌入模式下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中介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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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test spots in the field of innovation research and practice that the users begin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 with enterprises together. The mode of the user embeddedness has switched into being innovation actors through the whole innovation process instead of only providing innovation sources. At present, some of researches focus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user embeddedness, but the research on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modes of user embeddedness is relatively scarce, especially the black box of how different embedded modes affects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has been still closed. In this paper, the digital content industry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how user affect enterpris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mode of front and end embedded. Meanwhi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the performance of enterprise innovation in different user embedded mo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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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Von Hippel教授[1]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提出了“用户是创新者”的革命性观点[1]。随着全球化竞争日益激烈，市场需求多元化、个性化快速变革，用户参与创新成为企业及时响应市场需求，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而下一代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更为用户参与创新提供了便捷友好的平台与工具，使用户参与创新成为可能。用户创新的实质是用户与企业的关系嵌入带来的创新模式的改变。现有对用户嵌入的研究多从开放创新、价值共创及嵌入性理论等视角展开研究，对用户嵌入的动机[2-95]、用户嵌入模式[106-169]、用户嵌入途径与技术[170-2112]等维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用户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关系也开始了探索性研究。但随着用户嵌入企业参与创新过程的普及，用户参与创新的模式也呈现多样化发展趋势，既有从创意思想开始就与企业共同进行创新的嵌入模式，也有用户自身完成创新产品开发，借助企业平台实现创新收益的模式。而现有研究对差异化的用户嵌入企业的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还缺乏深入的探讨。因此，有必要从不同的用户嵌入模式出发，具体探讨用户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途径与结果。本研究选取用户创新模式较为典型的数字内容产业，界定用户浅度嵌入和用户深度嵌入两种模式，以企业吸收能力为中介，探讨用户嵌入创新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12 用户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研究综述
嵌入性与关系嵌入。“嵌入性”最早由Polanyi[22]在《大变革》(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首次提出，他认为，“经济作为一个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 [13]。1985年，Granovetter[23,24]重新对“嵌入性”进行了阐述，他认为，经济活动是在社会网络内的互动过程中发生的，把经济组织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并进一步将嵌入性分为关系嵌入性和结构嵌入性，认为关系嵌入性是关系双方基于互惠预期而发生的双向关系，关系双方可以直接通过互惠联系的纽带获取收益[14,15]。这也是对嵌入性概念最初始、最传统、最主流的分类方式。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已较为成熟，学者们不仅验证了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正向影响 [25-28]，更探讨了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 [29-3118,19]。
而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和商业模式的多样化，无论企业或是用户，都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实施创新或使用创新产品与服务的个体，而是在创新全过程乃至产品生命周期全阶段进行紧密互动、共生共演的创新群体。用户嵌入企业的创新过程，独立开发创新产品或服务交付企业使用或与企业共同完成创新的全过程已成为较普遍的创新现象。因此，用户关系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也开始了大量的探索性分析，主体研究是验证用户关系嵌入作为解释变量[32-3720-23]、中介变量[38-4024,25]或调节变量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如，Fang[32，33]、Palmatier和Evans研究显示，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会通过改善信息共享、顾客和供应商协作，以及增加顾客和供应商的有形专用性投资而创造新产品价值[20,21]。Fang-Mei Tseng[36]以组织文化和沟通质量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客户共同创造与新产品绩效之间的关系。Liwen Wang[37]采取边界理论视角，将新产品的性质（市场型和技术型）作为调节变量，揭示了客户参与与新产品开发性能的关系。Wang和Guo[38]将顾客关系嵌入作为中介变量，认为顾客参与会影响顾客关系嵌入的程度，从而影响企业的创新绩效[24]。Ylirenko和Janakiraman[34]研究了顾客组合规模、收入集中度和关系嵌入对新产品开发数量的影响，并认为顾客组合规模负向调节关系嵌入和新产品开发的关系[22]。Bonner和Walker[35]以产品的新奇性为调节变量，研究B2B领域顾客企业的关系嵌入和知识异质性对新产品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关系嵌入和知识异质性有利于形成新产品优势[23]。姚山季和王永贵[39,40]将关系嵌入作为中介变量，对顾客参与新产品开发及其绩效影响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强联系和相互依赖性在参与创造和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的部分中介作用显著[25]。以上研究虽然对用户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进行了关联性研究，但对于用户嵌入企业创新过程的不同程度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即用户嵌入程度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机制与路径仍缺乏具体的实证研究与定量分析。
23 理论假设
23.1 用户嵌入程度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随着用户嵌入企业创新过程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用户嵌入企业进行创新的模式也趋于多元化，从生产者主导向共同创造转变。传统的新产品或新服务开发是以生产者为中心（Producer-centered），用户并未被看作是潜在的创新者（shortcake G L,1981）。近年来有创新领域、过程咨询研究的学者提出了用户作为“共同创造者”参与企业创新的角色，并指出企业需要邀请用户与企业内部员工一起进行创新产品或服务的开发[4126]。共同创造更注重企业与用户之间的紧密交流和相互促进，以相互激发新思维、完善问题解决方案，表现出用户与企业之间更强的交互性。许爱萍[42]对消费类电子信息产品顾客嵌入式开放创新过程和创新价值生成过程进行了剖析，认为顾客牢牢地嵌入到从企业技术资源选择到最终商业化过程的全过程，为企业最终实现创新产品的市场价值提供了保证[28]。Zhang Chao[43]等人以海尔公司为例分析了制造业的价值共同创造中，在互联网平台和用户互动的帮助下，用户为企业提供产品理念和解决方案，用户需求最大值实现同时也可以实现公司和员工的增值。
郭雯等[44]从嵌入性视角对数字内容产业的用户创新模式进行研究，根据用户嵌入企业创新过程的不同环节提出了被动卷入、主动参与与共同创造的三种用户创新模式[27]。其中，主动参与模式指用户独立完成新产品或服务的开发并交付企业使用，与企业的关系嵌入程度较低，通过嵌入企业对新产品的展示与推广平台而获取创新收益，企业也由于获得了满足用户需求的创新产品或服务而提升创新绩效，本文将此类用户嵌入程度界定为浅度嵌入。
而共同创造模式则是用户从创意思想开始便与企业共同进行研发、制造、营销等，用户的嵌入贯穿整个创新链条并获取创新收益，与企业的关系嵌入程度较高且非常紧密，往往通过协议合约的形式实现从创意、开发、推广到价值分成的全流程创新，本文将此类用户嵌入程度界定为深度嵌入。
由此可见，虽然用户嵌入企业创新的程度不同，但都对企业创新绩效带来了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 用户浅度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
H2: 用户深度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    
23.2 吸收能力对用户嵌入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
[bookmark: OLE_LINK7]用户嵌入是企业获取外部知识的有效途径[4529]，可以为企业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促进双方的价值共创。但用户的知识常常是隐性的，并具有粘性[4630]，而企业的吸收能力正是对外部新知识价值识别的能力、消化知识的能力以及将新知识应用到商业终端的能力[47,4831]。Zahra等人[49]进一步将吸收能力分为潜在吸收能力（potential absorptive capacity，包括知识获取和知识消化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realized absorptive capacity，包括知识转化和知识应用能力）[32]。Julien等人[50]的研究也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吸收能力对外部信息和技术的获取、整合和利用，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最终提高企业的新产品开发效率。Roberto[48]的研究发现吸收能力的概念可以从知识管理角度解释中小企业与大型企业之间的差异，因为中小企业吸收知识的有限性以及更多的暴露在知识损失的风险中。根据Uzzi、McEvily和Marcus[50,51]对关系嵌入的界定可进一步从信任、信息共享、共同解决问题三方面探讨吸收能力在用户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中介作用[33,34]。
首先，如果用户和企业互相信任，双方之间将发生更多的知识交流，接受各个类型用户的创新知识，将有助于对组织外部知识的吸收和获取能力，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同时，信任保证了合作双方信守承诺，不会误导对方[5235]，从而提高企业从合作伙伴处获得知识的准确性和可靠性。这样得到的知识会被企业依赖和重视，从而增加了企业利用这些知识进行创新的可能性，即提高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实际吸收能力。
    其次，用户和企业的信息共享可以提高企业现实吸收能力，进而推动企业创新[21,5336]。尤其在知识经济的当今时代，用户掌握的信息对企业创新至关重要[15,54,5537]，而企业本身的专业知识也能很好的帮助用户进行创新，关系密切的网络成员彼此交换着重要的信息、经营技术与知识。当用户深入嵌入到企业创新过程中时，用户和企业之间会发生较为深入的信息共享，用户和企业交换信息的频率和质量更好，在这个过程中，企业可能获得很多原来不了解的新知识，用户和企业一起不断扩宽知识领域，弥补自身的不足，进而加强新知识的转化和利用。
最后，当合作过程遇到困难时，用户和企业之间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往往会向对方提供支持，共同解决问题[5638]，进而推动现有知识的转化和利用以及新知识的开发利用，最终推动企业创新。Larson[57]指出在社会嵌入关系中，透过定期协商及彼此互相的弹性调整，厂商可共同解决问题并获得直接回馈，进而促进组织学习及创新能力[39]。同时，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通过企业和用户持久的互动，企业和用户逐渐形成了双方可以理解的行为规范和共同语言，促进隐性知识的转移和学习[5840]。企业通过和用户共同解决问题，可以获得用户直接反馈的信息，这种信息的直接反馈提高了新知识获得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提高了新知识在企业创新过程中的转化和利用。
但基于嵌入性对用户创新模式的分析可知，不同的嵌入模式中用户嵌入企业创新过程的环节不同，与企业的关系嵌入程度也不尽相同。“共同创造”的关系嵌入程度显著高于“主动参与”模式[4227]。因此，不同的用户嵌入程度是否仍能通过吸收能力对企业创新绩效发生显著影响还有待基于以下假设进行验证。
H3:潜在吸收能力在用户浅度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H4:实际吸收能力在用户浅度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H5:潜在吸收能力在用户深度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H6:实际吸收能力在用户深度嵌入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综合上述分析，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用户浅度嵌入X2
用户深度嵌入X1
企业创新绩效Y
潜在吸收能力A1
实际吸收能力A2

图1 本文理论结构模型
34 研究设计
34.1 数据收集
[bookmark: OLE_LINK4]本文调查对象选取数字内容产业主要是由于用户参与创新已成为该产业典型的创新模式。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代码“657”对数字内容产业的概念界定，数字内容（digital content）产业指数字内容的加工处理,即将图片、文字、视频、音频等信息内容运用数字化技术进行加工处理并整合应用的服务。主要体现为数字视频、数字教育、数字出版等专业化数字内容生产与服务。而随着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的飞速发展，用户已经可以通过便捷，友好的工具或平台直接参与到数字内容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开发过程之中，从用户转变为数字内容的直接生产者与企业一起共同参与到产品或服务的开发过程之中。本研究选取数字内容产业为调查对象针对性强，充分解决了数据来源的可获性。
为了保证研究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填写对象上，本问卷主要针对在该企业具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中高层管理者进行发放。在渠道选择上，笔者通过委托数字内容行业协会进行邮件发放、微信群填写，并以当面填写、邮寄和朋友个人发放等多种方式进行补充。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283份，有效问卷22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达到45.4%。
从回收的227份有效问卷来看，本研究所得样本的行业涵盖数字视听、网络服务、动漫游戏、在线教育等数字内容产业细分领域；从企业性质来看，企业多集中在民营企业，企业规模多集中在小企业。具体样本描述性统计情况详见表1。
表1 样本描述性统计
	企业性质
	国有
	民营
	三资-外资控股
	三资-内资控股
	其他

	
	12.3%
	76.5%
	4.5%
	2.5%
	4.2%

	员工人数
	50人以下
	51~100人
	101~500人
	500人以上
	

	
	33.7%
	16.5%
	18.9%
	30.9%
	

	资产总额
	1000万以下
	1000万~5000万
	5000万~1亿
	1亿以上
	

	
	44.28%
	24.38%
	8.46%
	22.88%
	

	所属行业
	在线教育
	数字视听
	动漫游戏
	网络服务
	其他

	
	14.5%
	25.8%
	19.5%
	20.2%
	20%


34.2 变量测量
    本研究所涉及的变量包括浅度嵌入模式（自变量）、深度嵌入模式（自变量）、潜在吸收能力（中介变量）、实际吸收能力（中介变量）、企业创新绩效（因变量）。因这些变量大多难以客观量化测度，均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来进行测量。其中数字1代表“完全不同意”，数字5代表“完全同意”，或者从低到高过渡，3代表中立态度或中间状态。
34.2.1 自变量
   用户浅度嵌入与深度嵌入。以Uzzi，McEvily & Marcus等[50,51]对关系嵌入性的测度[33,34]为基础，从信任、优质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三个维度对浅度嵌入与深度嵌入的关系嵌入指标进行测量。其中，深度嵌入的测量题项是考察用户与企业从创意、研发、生产到营销整体创新链条的相互信任、信息共享与共同解决问题程度；浅度嵌入的测量题项是考察用户独立完成内容开发后，仅在营销环节与企业的信任、信息共享和共同解决问题程度。问卷填写者对不同嵌入程度下用户与企业的信任程度、信息共享程度和共同解决问题程度分别进行打分。测量题项如表2所示。
表2 用户关系嵌入题项汇总
	测量维度
	用户浅度嵌入测量题项
	用户深度嵌入测量题项

	信任（Cummings&Bromiley,1996;Zaheer,McEvily&Perrone,1998;McEvily&Marcus,2005;Dhanaraj&Tihanyi,2004;YliRenko,Autio&Sapienza,2001）
	E1：用户仅在推广营销环节，与企业共同信守承诺
	F1：用户在参与创新过程各阶段与本企业都能信守承诺

	
	E2：本企业不会利用用户的弱势在推广营销环节来获取不当利益
	F2：用户与企业共同创新过程中，本企业不会利用用户的弱势来获取不当利益

	信息共享（Gulati&Sytch,2007;McEvily&Marcus,2005;Dhanaraj&Tihanyi,2004;Tsai&Ghoshal,1998）
	E3：用户与本企业在推广营销阶段能频繁交换信息
	F3：用户与本企业在创新过程各阶段信息交换频繁，而非局限于既定的协议

	
	E4：用户与企业在推广营销阶段能相互提醒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变化
	F4：用户与本企业在创新过程各阶段能相互提醒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变化

	共同解决问题（Heide&Miner,1992;McEvily&Marcus,2005;Gulati&Sytch,2007）
	E5：用户能帮助企业提供丰富的原创内容，企业能帮助用户提供成熟的营销渠道 
	F5：在创新过程各阶段，用户或本企业能互相帮助解决对方问题

	
	E6：用户与企业在推广营销阶段能共同协作克服困难
	F6：在创新过程各阶段，用户或本企业能共同协作克服困难


34.2.2 因变量
创新绩效是管理及应用经济学等领域研究经常涉及的重要变量，但鉴于创新过程、创新投入产出的复染性和多样性，目前尚未形成关于创新绩效公认的测度体系。学者们运用不同指标对企业创新绩效进行了度量。Tsai[59]用新产品数来度量创新绩效[41]。Hagedoorn等[60]采用投入、申请的专利数、引用的专利数和新产品发布数等四项指标衡量企业创新绩效，并指出这些指标具有统计上的交叠性[42]。刘茜等[61]用单位产品成本降低率、新产品市场占有率、新产品利润率、新产品销售额占企业总销售额的比率等来衡量创新绩效[43]。朱林[62]对比分析了新产品销售收入、新产品开发项目经费支出、有效发明专利数、引购技术经费支出等因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结合众多学者研究结果，从创新产出、财务绩效和创新效率三个方面来衡量企业创新绩效，具体测量指标为企业推出的新产品数量、申请专利的数量、新产品销售额占营业额的比重、新产品创新成功率。
34.2.3 中介变量
[bookmark: OLE_LINK1]吸收能力是本研究概念模型中的中介变量，它将对用户与企业的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本文主要借鉴Zarha和George的研究量表[4932] ，从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两个维度对吸收能力进行测度，具体指标如下表3。
表3 吸收能力题项汇总
	
	潜在吸收能力
	实际吸收能力

	


测量题项（Zarha&George,2002;Jansen et al.,2005;钱锡红,杨永福,徐万里,2010）
	P1：本企业能够积极探索外部相关知识
	R1：本企业经常更新现有的知识

	
	P2：本企业能够很好地掌握外部知识的来源
	R2：本企业能够很好地融合新旧知识

	
	P3：本企业引进外部知识的速度相对较快
	R3：本企业能够很好地以新观点来解释原有知识

	
	P4：本企业能够很好地理解外部知识
	R4：本企业能够将新知识有效地应用于重要工作

	
	P5：本企业能够很好地识别外部知识的用途
	R5：本企业能够有效地将新知识应用于相关产品和服务

	
	P6：本企业能够识别对公司有用的外部知识
	R6：本企业能够及时地将新知识提供给需要的员工 

	
	P7：本企业能够很好地对外部知识进行整理
	


34.3数据质量分析
    本文采用外推法（Extrapolation Method），对可能存在的无应答偏差进行检验。即按照问卷回收时间先后顺序，将前25%回收的问卷作为早期问卷，将最后回收的25%问卷最为后期问卷，将两组问卷进行T检验，没有发现明显的差异，说明样本数据的无应答偏差问题不显著。
    为了提高问卷质量，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出现，本问卷除了找不同受众、间隔一定时间填写外，还利用打乱问题先后次序、可匿名填写、部分题项设立反向得分等方式来防止第一类误差的出现。其次，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来对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共同方法偏差进行判断，尽可能避免第二类误差的出现。利用SPSS22.0软件将全部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抽取出5个不同的因子，总体方差贡献率为68.152%，在未旋转时得到的第一个主成分的载荷量是21.414%，并未出现单一因子的现象，表明样本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的情况并不严重，可以继续进行后面的分析。
45 数据统计分析
45.1 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主要采用学者们提出的成熟量表，并根据浅度嵌入和深度嵌入的概念界定对量表的测试题项加以细化说明，从而保证各变量的内容效度。进一步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对因变量、自变量以及中介变量来进行结构效度与信度检验。
对自变量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4）。结果显示，KMO值为0.898＞0.8，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正交方差极大旋转，共提取出2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5，累计方差贡献率为66.095%＞50%，因子结构与理论预设一致。因此，自变量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且两个变量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 指标均大于0.8，符合信度要求。
表4 自变量因子载荷与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载荷值
	信度
	变量
	题项
	载荷值
	信度

	浅度嵌入
	E1
	0.878
	0.869
	深度嵌入
	F1
	0.639
	0.901

	
	E2
	0.763
	
	
	F2
	0.539
	

	
	E3
	0.651
	
	
	F3
	0.665
	

	
	E4
	0.516
	
	
	F4
	0.662
	

	
	E5
	0.607
	
	
	F5
	0.803
	

	
	E6
	0.725
	
	
	F6
	0.730
	


    对中介变量进行初次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KMO值为0.961＞0.8，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但通过主成分分析，发现题项P5和R1的载荷值低于0.5，结合题项具体内容，考虑到可能是P5和P4表述了有一定相似性，R1则可能是表述不够明确，与其他题项表述上也有一定重叠，固考虑删除这两个题项。删除题项P5和R1后对中介变量进行第二次探索性因子分析（见表5），结果显示，KMO值为0.953＞0.8，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很适合进行因子分析；通过主成分分析，正交方差极大旋转，共提取出2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载荷值均大于0.6，累计方差贡献率为71.34%＞50%，因子结构与理论预设一致。因此，修改后的中介变量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又两个变量的信度系数Cronbach's α 指标均大于0.8，符合信度要求。
表5 调整后的中介变量因子载荷与信度分析结果
	变量
	题项
	载荷值
	信度
	变量
	题项
	载荷值
	信度

	潜在吸收能力
	P1
	0.832
	0.917
	实际吸收能力
	R2
	0.610
	0.897

	
	P2
	0.740
	
	
	R3
	0.766
	

	
	P3
	0.802
	
	
	R4
	0.761
	

	
	P4
	0.638
	
	
	R5
	0.814
	

	
	P6
	0.678
	
	
	R6
	0.752
	

	
	P7
	0.706
	
	
	
	
	


对于因变量，本文借鉴企业创新绩效的成熟量表，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显示，X2/df值为1.408＜2，NFI为0.989＞0.9，TLI为0.990＞0.9，CFI为0.997＞0.9，RMSEA为0.042＜0.08，符合相应判断标准，且四个题项的载荷值均大于0.6，表明企业创新绩效量表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信度系数Cronbach's α指标为0.811，符合信度要求。
45.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分析及Person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结果表明，浅度嵌入、深度嵌入、潜在吸收能力、实际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的数值均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这五个变量之间均存在较好的相关性。但Person相关分析表现的相关性只是变量之间存在相关的可能性，并非表示两者存在因果关系，而且Person相关性分析表示的是2个变量之间，当存在多个变量时，无法判断这2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依然显著，需要进一步构建模型来对数据加以处理和验证分析。
表6 各变量平均值、标准差及Person相关系数
	变量
	浅度嵌入
	深度嵌入
	潜在吸收
	实际吸收
	创新绩效

	浅度嵌入
	1
	
	
	
	

	深度嵌入
	0.845**
	1
	
	
	

	潜在吸收
	0.719**
	0.689**
	1
	
	

	实际吸收
	0.684**
	0.708**
	0.822**
	1
	

	创新绩效
	0.453**
	0.474**
	0.568**
	0.553**
	1

	平均值
	3.630
	3.785
	3.848
	3.816
	2.193

	标准差
	0.943
	0.969
	0.798
	0.839
	0.942


    注: ***表示ｐ<0.001, **表示ｐ<0.01, *表示ｐ<0.05
45.3假设检验
首先采用AMOS22.0构建用户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结构方程模型（如图1），模型各项拟合指数：X2/df为1.983，GFI为0.846，RMR为0.027，NFI为0.861，IFI为0.926，CFI为0.925，RMSEA为0.066，除了GFI与NFI略低于适配指标外，其他指标基本都达到了适配标准，表明数据拟合合格。进一步采用SPSS17.0对各变量间相互关系进行假设检验，各种情况下的回归结果汇总如表6。
表7 假设检验结果
	[bookmark: OLE_LINK2]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模型8

	
	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
	潜在吸收能力
	实际吸收能力
	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
	创新绩效

	员工人数
	0.043
	0.016
	0.009
	0.007
	0.038
	0.014
	0.004
	0.007

	资产总额
	0.097*
	0.111**
	0.100**
	0.039
	0.007
	0.099
	0.109
	0.102**

	产权性质
	0.081*
	0.058
	0.023
	0.079*
	0.090*
	0.033
	0.031
	0.026

	浅度嵌入
	
	0.215*
	
	0.531***
	0.337***
	0.048
	0.113
	0.048

	深度嵌入
	
	0.173*
	
	0.272**
	0.459***
	0.088
	0.035
	0.035

	潜在吸收
	
	
	0.231**
	
	
	0.314***
	
	0.183*

	实际吸收
	
	
	0.211**
	
	
	
	0.302***
	0.198*

	R2
	0.116
	0.315
	0.400
	0.556
	0.545
	0.388
	0.386
	0.404

	调整R2
	0.104
	0.300
	0.387
	0.546
	0.535
	0.371
	0.369
	0.385

	F值
	9.733
	20.360
	29.482
	55.370
	53.027
	23.232
	23.062
	21.205


[bookmark: _Hlk486848506][bookmark: OLE_LINK3]注: ***表示ｐ<0.001, **表示ｐ<0.01, *表示ｐ<0.05
用户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检验。由表7可见，在控制企业员工人数、企业资产总额、企业产权性质的条件下，将用户关系嵌入的2个变量，即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引入模型1，结果表明，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β=0.215，P＜0.05；β=0.173，P＜0.05）。因此，假设H1和假设H2获得支持。
吸收能力的中介效应检验。根据Baron和Kenny[63]的中介效应检验原理[44]分三步进行检验：步骤一，检验用户关系嵌入与企业创新绩效的相关性，如模型二所示，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呈显著正相关。步骤二，检验用户关系嵌入与吸收能力的相关性，模型4中，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对潜在吸收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β=0.531，P＜0.001；β=0.272，P＜0.001），且浅度嵌入模式对潜在吸收能力影响更大；模型5中，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均与实际吸收能力显著正相关（β=0.337，P＜0.001；β=0.459，P＜0.001），且深度嵌入模式对实际吸收能力的贡献更大。步骤三，把自变量用户关系嵌入与中介变量吸收能力同步放入回归方程中进行检验，于是在模型6中引入潜在吸收能力，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但不再显著，且系数均明显变小（0.048＜0.215；0.088＜0.173），潜在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0.314，P＜0.001），表明潜在吸收能力在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3和假设H5得到支持。
在模型7中将实际吸收能力与用户关系嵌入同时放入，结果显示，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但不再显著，且系数明显变小（0.113＜0.215；0.035＜0.173），实际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β=0.302，P＜0.001），表明实际吸收能力在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H4和假设H6获得支持。
模型8中，将吸收能力与用户关系嵌入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中，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正相关但不显著，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与企业创新绩效仍然显著正相关，由此进一步支持了假设H3、H4、H5和H6，即潜在吸收能力和实际吸收能力在浅度嵌入模式和深度嵌入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假设检验结果汇总如表8。
表8 本研究假设检验结果汇总
	序号
	假设内容
	检验结果

	假设1
	浅度嵌入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
	成立

	假设2
	深度嵌入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有显著影响
	成立

	假设3
	潜在吸收能力在浅度嵌入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成立

	假设4
	实际吸收能力在浅度嵌入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成立

	假设5
	潜在吸收能力在深度嵌入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成立

	假设6
	实际吸收能力在深度嵌入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发挥了中介作用
	成立


56 结论与启示
56.1用户关系嵌入能有效提升企业的创新绩效
[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6]本文根据用户参与创新的程度不同将用户关系嵌入分为浅度嵌入和深度嵌入，探究其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无论是浅度嵌入还是深度嵌入都对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产生了显著影响。充分说明用户创新也正经历着从企业采用用户提交的创新产品与服务到和用户共同开展创新的模式转变，而随着用户嵌入企业创新过程的阶段前移和参与创新程度的加深，企业的创新绩效也得到了有效提升。
因此，对于能够独立进行开发创新产品的用户而言，企业应更好的完善界面友好的交互平台，提供便捷易操作的创新工具使用户的创意能快速的转变为创新产品，并交付企业使用。而对于有创意思想，又缺乏工具和资本等创新要素，无法独立实现创新的用户，企业应更多的通过市场的筛选机制，识别真正有价值的创意，利用企业拥有的创新资源，将这样的用户纳入整合到企业的创新生态系统之中，共同完成创新产品与服务的开发。
56.2浅度嵌入与深度嵌入对企业吸收能力影响不同
浅度嵌入对企业潜在吸收能力影响更大。由于用户独立于企业之外自主开发新的产品或服务大多是基于自我的需求出发。因此，当用户将自主开发的创新产品交付企业使用时，便为企业带来了丰富多样化的市场需求信息，提升了企业对外部信息和知识的获取能力。而企业要从中识别出能真正为企业创造价值，并将其纳入与企业整体发展的产品或服务，还需要较强的对用户创新产品的消化与吸收能力。这正是Zahra等人对潜在吸收能力的界定。
深度嵌入对企业实际吸收能力影响更大。根据Zahra等人[49]对实际吸收能力的界定[32]，即企业对知识的转化与应用能力。而深度嵌入模式是用户和企业在创意基础上就展开了合作，共同开发的过程则是企业与用户不断发生信息共享，彼此信任，共同解决问题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将有效的推动企业对来源于用户等外部知识的转化和应用，从而提升企业的实际吸收能力。
56.3企业的吸收能力成为用户嵌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
创新的过程离不开对新知识的获取、吸收和应用，本文研究结果说明，无论是潜在吸收能力还是实际吸收能力都是用户关系嵌入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的重要途径。数字内容作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业态，其产品和服务的更新换代非常快，技术的飞速发展与市场的瞬息万变，需要企业对新知识具有快速准确的识别、获取与转化、应用能力。而用户直接嵌入到企业内部，从创意思想开始与企业共同研发创新产品或服务，也为企业快速掌握外部需求信息，并及时的消化吸收，应用和再创造新的知识探索了高效的新型创新模式。
56.4不足与展望
   考虑到用户嵌入企业的创新模式普遍性，本文将调查对象界定在数字内容产业。研究过程中通过控制变量对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企业进行了深入考察，但并未对不同细分领域、不同地区的企业进行差异性分析，今后有必要进一步在此维度深入探讨，尽量避免样本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另外，本文对于吸收能力的中介作用检验主要采取Baron&Kenny的因果逐步分析法，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今后的研究中还应通过更多的方法来对比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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